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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战略联盟形成过程中，企业高层管理者会根据自身的战略需要，与潜在合作伙伴进行

谈判并商定恰当的联盟形式，这对联盟的未来发展以及企业合作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探讨企业内部的战略导向———企业家导向对联盟形成决策的影响，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家

导向型企业如何选择恰当的联盟治理结构( alliance governance structure) 、联盟范围( alliance
scope) 和计划合作期限( planned time boundedness) ，并进一步分析过去联盟经验( past alliance
experience) 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样本包含 205 家联盟企业，每个企业选择 2 个关键

信息提供者( two key informants) ，共 410 份样本数据． 基于这些数据的分析表明，企业家导向型

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股权结构、宽泛的联盟范围以及开放的合作期限． 此外，联盟经验负向调节

企业家导向与计划合作期限的关系，但对其余两个关系的调节作用未获得统计支持． 文章最后

对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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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战略联盟在过去几十年里发展迅速，已成为

企业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手段［1］． 在

进入战略联盟之前，企业之间必须通过谈判与协

商，选择恰当的联盟形式，以有效预防联盟风险、
确保联盟未来的顺利运行［2，3，4］． 一旦某种联盟形

式得以确立，如果企业在联盟正式运行后想要改

变这种合作形式，将会付出高额的时间、精力和资

源代价． 因此，在联盟形成之初，企业需要通过谨

慎的思考与有力的谈判，尽可能选择符合企业自

身发展战略的联盟形式，并做出恰当的联盟形成

决策．
遗憾的是，现有联盟研究对企业如何构建联

盟、如何选择恰当的联盟形式以及何种因素在其

中起作用等关键问题依然缺乏连贯的、系统的分

析． 具体来说，企业联盟形式的选择涉及一系列的

决策问题，比如如何在股权与非股权之间选取有

效的联盟治理结构，如何在研发、制造与营销等合

作内容中选取适度的联盟范围，以及是否在合约

中对合作期限进行规定等． 然而，先前研究通常仅

关注单一的联盟决策问题，如 Santoro 等探讨了如

何选择研发联盟的治理结构问题［5］，Oxley 等研

究了联盟范围的决定要素［3］，Ｒeuer 等分析了计

划合作期限的概念内涵及其对契约的影响［4］，而

将这三个具体的联盟形成决策放在同一分析框架

中的研究较为缺乏． 本文认为，联盟治理结构、联
盟范围以及计划合作期限的选择都是联盟形成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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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重要的方面，这三者对于预防和控制联盟运

行风险、保证联盟的顺利运行、提高联盟的成功率

等都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本文将这三个联盟决策

问题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进行探讨，以期对联盟

形成决策问题有一个相对全面、系统的把握． 此

外，大多数相关研究都局限于发达国家背景，相关

研究结论能否适用于经济转型国家的企业间联盟

却不得而知． 本文将弥补这些方面的研究缺陷，对

处于转型期的我国企业联盟的形成及其决定要素

进行探讨．
在联盟形成过程中，企业高层管理者通常会

根据自身的战略意图与导向，与潜在的合作对象

进行谈判，选择对企业自身发展有利的、恰当的联

盟形式． 作为一种独特的战略导向，企业家导向反

映了企业在发现机会时的决策与行为风格［6］． 先

前有关企业家导向的研究大多是在单一组织层面

上 探 讨 其 对 企 业 创 新、企 业 绩 效 等 的 影

响［7，8，9，10］． 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将企业家

导向概念扩展到战略联盟背景，主要关注企业家

导向对联盟过程及其结果的影响［11，12，13］，但对企

业家导向如何影响联盟形成问题却少有问津，而

目前研究的不足也导致企业的联盟形成实践普遍

缺乏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鉴于此，本文将深入分

析企业家导向如何影响企业的联盟形成过程，以

促进企业家导向与战略联盟领域的交叉研究，为

企业进行有效的联盟形成决策提供理论指导．
尽管本文提出企业家导向对联盟形成决策具

有重要影响，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一成不变、
是否还存在其它要素在其中起作用等问题还不明

确． 研究表明，企业经常与过去的合作伙伴建立新

的合作关系［14］． 一般来说，过去的联盟经验增进

了伙伴间的信任，有利于合作惯例的形成，而这恰

好与企业家导向型企业敢于冒险、热衷新鲜想法

的本质相冲突． 从而，探讨联盟经验对企业家导向

作用的调节效应显得十分必要，将有助于更好地

理解企业家导向型企业如何看待和利用联盟经验

以进行有效的联盟形成决策．
先前研究指出，企业家导向型企业擅长发现

并利用机会，对资源有着更大的需求［15］． 近来，有

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了企业家导向在战略

联盟中的作用． 比如，资源基础观 ( resource-based

view) 认为，当企业无法通过内部化取得有价值的

资源时，可以通过形成战略联盟———一种企业间

资源整合的新形式来获取异质性资源，从而维持

自身的竞争优势． 本文认为，选择恰当联盟形式有

利于企业从合作伙伴处获取互补的、有价值的资

源［16］，促使联盟企业更好地发挥企业家导向的作

用． 因此，资源基础观是一个较为恰当的解释企业

家导向与联盟形成决策间关系的视角［15］． 此外，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指出，企业参与战略联

盟的根本目的是最小化市场交易的成本［17］． 在这

个逻辑下，企业家导向型企业需要选择与自身战

略相匹配的联盟形式，以有效降低伙伴间交易的

成本，从而能够更好地开展创新性与冒险性活动．
鉴于资源基础观和交易成本理论在分析联盟形成

决策问题上可能存在不同但又互补的解释，本文

将结合这两种理论视角，首先探讨企业家导向如

何影响企业选择联盟治理结构、联盟范围以及计

划合作期限，并进一步分析联盟经验对这些关系

的调节作用． 其后，将采用 205 家联盟企业的成对

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验证并对统计结果进行讨

论． 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概念模型: 企业家导向与战略联盟形成决策

Fig． 1 Conceptual model: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strategic alliance

formation decisions

1 文献综述与假设的提出

1． 1 企业家导向的概念内涵

在战略管理领域，企业家导向越来越受到学

者的关注与重视，它与企业的战略决策制定过程

紧密联系． Miller 最早提出企业家导向的三个维

度: 创新性、风险承担性以及先动性［18］，并得到了

大量研究的沿用． 创新性指企业对产品、过程以及

服务进行创新的努力程度; 风险承担性指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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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把握项目结果的情况下进行大量资源投入的

意愿; 先动性指企业擅长发现更多潜在的商业机

会，并先于竞争对手采取行动，是动态能力的一

种［19］． 这三个维度彼此独立存在，比如具有先动

性的企业并不意味着拥有创新性或者敢于风险承

担［20］． 只有企业同时具有这三个维度，本文才认

为该企业是企业家导向型企业． 在经济转型背景

下，市场机会转瞬即逝，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

自主创新进行技术诀窍的研发，逐渐成为企业家

导向型企业［19］．
在先前主要关注单一企业层面企业家导向问

题的基础上，已有学者将企业家导向研究扩大到

联盟情境下，比如 Dickson 等的研究认为，企业对

联盟的使用会受到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企业

家导 向 对 这 一 关 系 有 着 显 著 的 调 节 作 用［21］;

Sarkar 等把企业家导向的先动性维度扩展到战略

联盟背景下，指出具有先动性的企业擅长发现形

成伙伴关系 ( partnership) 的机会，从而对企业绩

效产生正向的影响［20］; 史会斌等对企业家导向与

联盟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了企业家导

向对联盟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11］; 刘益等探讨了

不同控制机制( 包括信任控制和契约控制) 对联

盟企业的企业家导向与知识获取间关系的中介与

干预作用［12］; Khalid 等研究了企业家导向与企业

联盟能力的关系，发现企业家导向型企业在协调、
沟通以及联接等方面的联盟能力将会更强［13］．

虽然上述研究对企业家导向与联盟过程及其

结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依然缺乏将之与联盟形

成之前企业所进行的联盟决策联系起来，而对此

进行分析将对企业家导向概念在战略联盟背景下

的进一步应用起到推动作用． 接下来，本文将对企

业家导向与三个具体的联盟形成决策，即联盟治

理结构、联盟范围和计划合作期限间的关系进行

探讨．
1． 2 企业家导向与联盟治理结构

现有文献根据合作中是否存在股权交换，将

联盟治理结构划分为股权结构与非股权结构两种

形式［22 － 24］． 具有股权结构的联盟通常是指合资企

业( joint ventures) ，在成立时要求每个合作伙伴向

联盟投入一定的资源，之后按比例分配权利、享有

利益，因此股权联盟更接近层级结构，其刚性以及

契约成本也更高． 非股权结构是各参与方通过一

定的协议而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 ( 如联合研发、
共同生产等) ，成员之间没有股权交换，企业只需

要投入相对较少的资源，因此具有更低的退出壁

垒，组织形式也更为松散．
可以采用多种理论视角对企业家导向型企业

如何选择联盟治理结构进行分析． 其中，资源基础

观认为，企业家导向型企业选用股权结构的可能

性更高． 首先，股权联盟在正式运行前需要各企业

投入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组合能够有效弥补企

业家导向型企业在单独开展创新活动中资源的匮

乏，帮助企业尽快实现预期的合作目标． 其次，在

股权结构中，企业间的互动更为频繁［25］，学习以

及资源整合也更为有效，而这一特性能够被具有

强烈学习意图的企业家导向型企业更好地利用．
从而:

假设 1a 孤道寡企业家导向的程度越高，企

业越倾向于选择股权结构．
但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来看，企业家导

向型企业则更有可能选择非股权联盟． 企业家

导向型企业经常与合作伙伴开展高风险 ( 同时

具有高收益) 的项目，一旦这些项目失败，企业

将会付出高额的代价，而非股权联盟的低退出

壁垒使得企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成

本退出联盟，将损失最小化． 此外，企业家导向

型企业擅长环境扫描以及信息搜寻，能够快速

识别市场机会并迅速做出反应，获取快速回报．
相比股权结构更大的刚性可能造成企业无法及

时响应环境的变化，更具柔性的非股权结构更

能适应企业家导向型企业的战略需求． 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b ( 竞争性假设) 企业家导向的程度

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非股权结构．
1． 3 企业家导向与联盟范围

基于 Jiang 和 Li［24］以及 Oxley 等［3］的研究，

本文将联盟范围定义为合作伙伴将联盟中一系列

连续的价值链活动( 研发、制造以及营销) 相结合

的程度． 如果联盟仅涉及单一的合作活动，本文认

为该联盟具有相对窄的合作范围，而包含两种或

者更多活动的联盟则具有更为宽泛的联盟范围．
企业家导向的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和先动性

—42—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14 年 7 月



的特征决定了企业更加倾向于选择宽泛的联盟范

围． 首先，由定义出发，宽泛的联盟范围包含较多

的价值链活动，涉及更多的资源投入以及合作行

为，具有较高的管理复杂度［26］． 创新性较高的企

业能够在联盟管理上引入相应的管理机制，通过

有效管理多种联盟活动以更大幅度地增加企业的

联盟收益，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宽泛的联盟范围． 其

次，宽泛的联盟范围暗含着更高的风险与不确定

性［3］，具有风险承担性的企业，往往愿意对此进

行更多的承诺和投资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最

后，宽泛的联盟范围能够创造更多有关市场、专有

技术以及伙伴企业的信息，为先动性较高的企业

识别潜在市场机会、先于竞争对手行动提供更大

的帮助． 因而:

假设 2 企业家导向的程度越高，企业越倾

向于选择宽泛的联盟范围．
1． 4 企业家导向与计划合作期限

在联盟形成阶段，各方需要通过谈判来决

定未来的合作期限，这一决定对企业家导向型

企业在未来合作中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上文

提到，企业家导向型企业擅长捕捉潜在的商业

机会，而一旦发现新机会，该企业可能会改变自

身的战略，这将导致现有联盟不再适用于新的

企业发展方案［27］，退出现有联盟将成为其实现

新的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 相对于在合约中规

定固定的合作期限而言，不规定具体合作年限

的开放合作期限( open boundedness) 具有较低的

退出壁垒，从而更受企业家导向型企业的偏爱．
此外，Ｒeuer 等［4］的研究指出，固定的合作期限

这种合作方式需要更为完备的契约，对联盟各

方的行为有着详尽的规定，这并不被勇于冒险、
追求创新的企业家导向型企业所接受; 而选择

开放的合作期限，企业的行为将会受到较少的

约束，更有利于企业家导向型企业开展大胆、冒

险的行动． 从而:

假设 3 企业家导向的程度越高，企业越倾

向于选择开放的合作期限．
1． 5 联盟经验的调节作用

过去的联盟经验对企业未来的合作具有重要

的影响． 理论研究表明，企业在参与联盟活动的过

程中，会积累大量的联盟经验，这对于企业的学习

以及未来成长都有积极的作用［28］． 联盟实践上亦

有许多 案 例 支 持 了 这 种 观 点． 比 如，汉 森 信 托

( Hanson Trust) 与通用电气 ( General Electric ) 之

间拥有丰富的合作经验，这对双方多次成功的合

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9］． 因而，探讨联盟经

验对企业家导向型企业的联盟形成决策的影响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 5． 1 联盟经验对企业家导向与联盟治理结构

的调节作用

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来看，企业家导向型企

业之所以选择股权联盟，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与

伙伴之前有过联盟经验． 如果不存在过去的合作

经验，企业家导向型企业在合作中积极的交流与

互动使其更容易暴露自身的优势资源，致使企业

不倾向于选择股权联盟． 但联盟经验有助于伙伴

间信任的形成，这使得双方不会轻易实施非合作

性行为［30］，降低了企业家导向型企业对伙伴机会

主义行为的担心，从而有过联盟经验的企业将更

倾向于发挥其企业家导向的作用，选择股权联盟

以促进更多的资源共享． 此外，在合作过程中，企

业家导向型企业先动性的特点使其期望对联盟拥

有控制力，但股权结构共有股权的特点使得企业

难以完全控制联盟进程，并易与伙伴发生冲突，阻

碍了企业家导向型企业对伙伴资源的获取． 而联

盟经验增进了伙伴间相互沟通和理解，有利于冲

突的解决［31］，促进了伙伴间的进一步合作． 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联盟经验使得企业家导向型企业

更愿意选择股权结构．
假设 4a 在联盟经验的作用下，企业家导向

型企业更加倾向于选择股权联盟结构．
然而，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表明，联盟经

验促使企业在组建新联盟时更可能采用非股权结

构以降低投入成本［28］，并将更多的资金、精力和

资源投入到企业其他活动中，包括自主研发新技

术、积极捕捉市场机会等，这可能是对企业家导向

型企业更为有利的一种选择． 此外，企业家导向型

企业需要新颖的信息和知识作为发展的基础，非

股权结构所具有的灵活性，使企业能够快速灵活

地对合作关系进行调整，而这一过程可能会为企

业带来较高的机会主义风险［29］． Lavie 等认为，联

盟经验可以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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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股权联盟中更易发挥其企业家导向的作用［30］．
因而:

假设 4b ( 竞争性假设) 在联盟经验的作用

下，企业家导向型企业更加倾向于选择非股权联

盟结构．
1． 5． 2 联盟经验对企业家导向与联盟范围的调

节作用

企业家导向型企业的目标之一是致力于开拓

全新的市场并成为行业的领导者，而这一过程需

要大量的信息以及知识作为基础． 宽泛的范围意

味着联盟包含更多的合作活动，能够产生更多的

信息和知识［3］． 联盟经验的存在使得多种联盟活

动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企业家导向型企业可以

创造性地将双方的知识相结合，从而更有效地实

现预期联盟目标． 此外，企业家导向型企业往往热

衷于挑战全新以及复杂程度较高的活动，而联盟

经验降低了联盟管理的复杂度［4，34］，在这种情况

下，企业将会选择扩大合作范围，获得更多的联盟

利益．
假设 5 在联盟经验的作用下，企业家导向

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宽泛的联盟范围．
1． 5． 3 联盟经验对企业家导向与合作期限的调

节作用

上述假设 3 表明，企业家导向对企业选择开

放的合作期限有着显著作用，本文认为，在联盟经

验的调节下，这种作用将更加显著． 如果不存在过

去联盟经验，出于对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忧，企

业家导向型企业将会谨慎开展各项联盟活动． 而

联盟经验降低了合作中的机会主义风险，企业家

导向型企业能够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实施创新

活动以及投资更具风险的项目，从而获取更大的

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开放的合作期限对企业

家导向型企业更为有利． 此外，联盟经验有利于企

业间合作惯例的形成［31］，使企业对合作中的任务

分工、资源共享以及利益分配等问题有相对全面

的认识，降低了对详尽契约 ( 包括详细规定合作

期限) 的依赖． 最后，具有合作经验的伙伴选择开

放的合作期限具有更低的签约成本，从而更受企

业家导向型企业的偏爱．
假设 6 在联盟经验的作用下，企业家导向

型企业更加倾向于选择开放的合作期限．

2 样本及数据收集

2． 1 研究设计和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我国联盟企业的样本数据对上述假

设进行实证检验，以 2007 年到 2010 年期间参与

战略联盟的中国企业作为调研对象． 问卷设计主

要源于已有文献的成熟量表，并根据研究的需要

进行了适应性调整． 问卷最初是英文的，为避免因

语意差异影响问卷质量，遵循传统的翻译与回译

的程序，由本研究领域的 2 名学者将英文翻译为

中文，再找另 2 名学者将问卷回译成英文． 通过仔

细核对原文以及上述翻译的问卷，确保了翻译获

得的中文问卷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原始英文问卷的

含义． 在展开全面调研之前，选取 10 家本地企业

的 20 名管理人员进行预调研，预调研的结果从最

终的调研问卷中剔除． 根据预调研的反馈，对问卷

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最终在 2010 年 7 月末确定了

正式调研问卷的形式和内容．
依据 2009 年各省市的 GDP 总量，并依据等

距分组原则将全国 31 个省市划分为三个调研区

域，即 2009 年全年 GDP 排名前十的省市为调研

Ⅰ区域，包括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
辽宁、上海、四川、湖北等; GDP 排名从十一到二

十的省市为调研Ⅱ区域，包括湖南、福建、北京、安
徽、内蒙古、黑龙江、广西、陕西、吉林、天津等;

GDP 排名从二十一到三十一的省市为调研Ⅲ区

域，包括山西、江西、云南、重庆、新疆、贵州、甘肃、
海南、宁夏、青海、西藏等． 之后，根据当地开发区

管委会或政府统计部门提供的企业目录，从每个

区域所包含的城市中随机抽取 500 家制造类企业

作为调研样本． 最终，共选取样本企业 1 500 个，

涵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集体( 合伙) 企业、中外

合资( 合作) 企业等，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机

械、电子和 IT 等制造行业．
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common method

variance) ，给每个企业发放问卷一式两份，对有关

联盟形成、管理及其结果等问题由两名企业高层

管理人员( 例如董事长、CEO、总经理和主管联盟

事务的副总经理等) 分别回答． 正式调研期间为

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1 月． 被调研人员在填写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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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问卷之前，被要求经过共同商讨后确定一个最

重要的合作伙伴及所在联盟来回答相关合作问

题，然后这两名信息提供者需独自完成问卷． 他们

选取的合作伙伴必须来自于企业所参与的联盟中

与企业合作关系至少持续了一年的联盟成员，从

而保证问卷回答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经过半年的正式调研，最终收回问卷 467 份，

删除其中只有单份反馈或双份反馈中某一份或两

份缺失值较多的 33 家企业问卷，最终获得 205 家

联盟企业填写的有效问卷 410 份( 每家企业问卷

分为 A、B 卷) ，有效回收率为 13． 67% ．
通过比较早期收回的样本和后期收回的样本

在行业、销售额和联盟的寿命等特征上的差异，对

收回的 205 家样本企业的代表性和未返回偏差进

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 0． 05 水平上这些变量以及

变量间的关系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因而通过随

机抽样以及统计检验可以判断本文的样本具有代

表性，未返回偏差对本研究的结果不会有显著的

影响［35］．
2． 2 变量度量

鉴于每家企业问卷分为 A、B 卷，本文中的自

变量、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选自 A 卷，因变量选

自 B 卷．
1) 自变量

企业家导向: 基于 Lumpkin 等［36］的研究，本

文从创新性、风险承担性以及先动性等三个维度

来测度企业家导向． 测量题项共有 6 项，分别测量

联盟形成之初企业的如下状况: ( 1 ) 一般而言，本

公司高层管理者偏好研发、技术领先和创新; ( 2 )

本公司很乐意尝试新的做事方法并寻找不同的、
新颖的解决方案; ( 3) 高层管理者偏好高风险( 同

时高回报) 项目; ( 4 ) 高层管理者相信大胆的、宽

泛的行为是实现组织目标所必须的; ( 5 ) 本公司

经常引领竞争，使竞争者必须采取措施应对本公

司的先动行为; ( 6) 在存在不确定时，本公司经常

采取积极的、竞争性的姿态以在竞争中取胜． 该变

量采用李克特 7 点量表进行测量，其中 1 代表“完

全不同意”，7 代表“完全同意”．
2) 因变量

联盟治理结构: 基于 Jiang 等［24］的研究，本文

采用二分类虚拟变量来定义联盟治理结构． 其中，

1 代表股权结构( equity-based alliances) ，0 代表非

股权结构( non-equity-based alliances) ．
联盟范围: Oxley 等［3］的研究采用二分类虚

拟变量定义联盟范围，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

改，0 代表只有研发、制造或营销活动中的某一个

合作内容，1 代表涉及 2 个及 2 个以上合作内容．
计划合作期限: 基于 Ｒeuer 等［4］的研究，本文

采用二分类虚拟变量来定义计划合作期限． 其中，

如果合同中规定了未来的合作期限，将其值赋为

0，未规定合作期限则赋值为 1．
3) 调节变量

联盟经验: 基于 McCutchen 等［37］的研究，企

业与合作伙伴先前没有联盟经验表明首次合作，

将其赋值为 0，有合作经验则赋值为 1．
4)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五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用调研年份( 2010) 减去企业成立的年份，并对其

取自然对数后进行测量． 企业规模采用企业员工

数的自然对数进行测量． 同样，合作伙伴规模采用

合作企业员工数的自然对数进行测量． 联盟年龄

是该联盟至调研年份为止共运行了多少年，并对

其取自然对数后进行测量． 联盟组合是将企业目

前所拥有的联盟数量取自然对数进行测量．

3 数据分析

3． 1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中，由于企业家导向使用多重指标进

行测量，因此本文对其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 企

业家导向的 α 系数为 0． 878，超过了 Nunnally 所

建议的 0． 70 的水平［38］，表明企业家导向的信度

通过了检验． 企业家导向各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均

大于 0． 7，能解释的方差百分比为 62． 223%，大于

50%，因而本文所采用的指标具有良好的收敛效

度( convergent validity) ．
表 1 列出了 10 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各

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 本文发现，没有过大的

相关性系数存在． 为了进一步排除多重共线性的

问题，本文计算了每一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 VIF) ，最大值为企业家导向的 1． 98，远低于 10．
因此，这些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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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矩阵

Table 1 Means，standard deviation，and correlation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 企业家导向 4． 902 0． 934

2． 联盟经验 0． 493 0． 502 － 0． 036

3． 联盟治理结构 0． 520 0． 501 0． 293＊＊ 0． 035

4． 联盟范围 0． 500 0． 501 0． 566＊＊ － 0． 044 0． 200＊＊

5． 计划合作期限 0． 613 0． 488 0． 565＊＊ 0． 046 0． 195＊＊ 0． 385＊＊

6． 企业年龄 2． 604 0． 928 0． 033 － 0． 019 0． 003 － 0． 045 － 0． 125

7． 企业规模 6． 538 2． 123 0． 088 － 0． 125 0． 108 0． 012 － 0． 015 0． 499＊＊

8． 合作伙伴规模 5． 878 2． 493 0． 103 － 0． 179* 0． 072 0． 057 0． 021 0． 127 0． 336*

9． 联盟年龄 1． 562 0． 755 0． 037 － 0． 170* 0． 041 0． 016 － 0． 058 0． 275＊＊ 0． 215＊＊ 0． 177*

10． 联盟组合 1． 074 1． 079 0． 087 － 0． 159* 0． 086 0． 162* － 0． 045 0． 255＊＊ 0． 371＊＊ 0． 111 0． 187

注: ＊＊p ＜ 0． 01; * p ＜ 0． 05; n = 205．

3． 2 结果和分析

本文采用 Stata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由于本文

所涉及的因变量均属于分类变量，因此使用二项

逻辑回归(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的方法来检验

假设． 在做调节效应时，根据 Aiken 等［39］的建议，

为了避免乘积项与自变量及调节变量的多重共线

性，将企业家导向作了中心化处理，然后再进行层

次回归分析． 假设的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Logistic 回归结果

Table 2 Ｒ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联盟治理结构( Model 1) 联盟范围( Model 2) 预计合作期限( Model 3)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1c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2c 模型 3a 模型 3b 模型 3c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 0． 183 － 0． 163 － 0． 203 － 0． 468 + － 0． 641 + － 0． 627 + － 0． 390 － 0． 460 － 0． 372

企业规模 0． 121 0． 099 0． 103 － 0． 008 － 0． 111 － 0． 110 － 0． 180 + － 0． 228* － 0． 225*

合作伙伴规模 0． 032 0． 022 0． 032 0． 048 0． 161 0． 010 － 0． 025 － 0． 034 － 0． 025

联盟年龄 0． 065 0． 033 0． 047 0． 273 0． 404 0． 395 － 0． 308 － 0． 429 － 0． 457

联盟组合 0． 269 + 0． 254 + 0． 264 + 0． 418* 0． 533* 0． 526* － 0． 191 － 0． 190 － 0． 194

主效应:

企业家导向 0． 657＊＊ 0． 514 + 2． 000＊＊＊ 2．230＊＊＊ 0． 883＊＊＊ 0． 497 +

联盟经验 0． 148 － 0． 039 0． 043

调节效应:

企业家导向 × 联盟经验 0． 277 － 0． 387 0． 932*

LＲ χ2 7． 01 22． 27＊＊ 22． 91＊＊ 10． 63 + 72． 81＊＊＊ 73． 14＊＊＊ 6． 46 35． 12＊＊ 39． 35＊＊

Pseudo Ｒ2 ( % ) 3． 29 12． 04 12． 33 4． 98 34． 12 34． 28 3． 18 22． 37 25． 46

Log likelihood，L( βnk ) －103．124 － 96． 993 － 96． 675 －101．378 －70． 290 －70． 121 － 98． 295 － 88． 961 －85．848

－2( L( βnk －1 ) －L( βnk ) ) 12． 262＊＊＊ 0． 636 62． 514＊＊＊ 0． 169 18． 668＊＊＊ 6． 226*

注: 与一般线性回归不同，Stata 进行 Logistic 回归时仅提供非标准化系数．

L( βnk ) 代表第 n 个因变量中的第 k 个模型的 Log likelihood 值．
+ p ＜ 0． 1，* p ＜ 0． 05，＊＊p ＜ 0． 01，＊＊＊ p ＜ 0． 001．

模型 1a 仅加入控制变量． 结果显示，模型 1a
显著性水平较低，表明仅考虑企业与联盟特征并

不足以有效解释企业在联盟治理结构选择上的差

异． 模型 1b 在模型 1a 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家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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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与模型 1a 相比，模型 1b 的 Pseudo Ｒ2 增加

了 8． 75，对数似然值 Log likelihood 在 0． 001 水平

上显著增加，说明模型的解释力得到提升，而且似

然比检验的卡方值 ( LＲ χ2 ) 在 0． 001 水平上显

著，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及其显著性水平未发生

变化，而企业家导向正的回归系数表明，更高的企

业 家 导 向 将 导 致 更 多 的 股 权 治 理 结 构 被 选 择

( β = 0． 657，p ＜ 0． 01) ，且企业家导向的程度每增

加一个单位，选择股权结构的几率为未增加前的

1. 929( e0． 657 ) 倍，即企业家导向越高的企业将更

加偏好于股权治理结构，这一结果与假设 1a 的预

测一致、与假设 1b 的预测相反，说明假设 1a 获得

了通过、假设 1b( 竞争性假设) 被拒绝． 模型 1c 在

模型 1b 的基础上，又加入联盟经验、企业家导向

与联盟经验的乘积项，与模型 1b 相比，Pseudo Ｒ2

增加了 0． 29 个百分点，对数似然值 Log likelihood
增加了 0． 636． 然而，对数似然值的增加值与企业

家导向与联盟经验的乘积项系数均不显著，表明

假设 4a 没有得到统计结果的支持．
与模型 1a 类似，模型 2a 也仅考虑控制变量

对联盟范围的影响． 结果显示，企业年龄与宽泛的

联盟范围显著负相关，联盟组合与宽泛的联盟范

围显著正相关，同时，模型 2a 虽然解释力较低但

显著，因此这两个特征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企业

在联盟范围选择上的差异． 模型 2b 在模型 2a 的

基础上加入企业家导向变量． 与模型 2a 相比，模

型 2b 的 Pseudo Ｒ2 增加了 62． 18，对数似然值 Log
likelihood 在 0． 001 水平上显著增加，说明模型的

解释力得到提升，而且似然比检验的卡方值 ( LＲ
χ2 ) 在 0． 001 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及

其显著水平未发生变化． 企业家导向的程度每增

加一个单位，使得宽泛的联盟范围被选择的几率

为原来的 7． 389( e2． 000 ) 倍，这一结果与预期一致，

说明假设 2 获得了通过． 模型 1c 在模型 1b 的基

础上，又加入联盟经验、企业家导向与联盟经验的

乘积项，与模型 2b 相比，对数似然值 Log likeli-
hood 增加了 0． 636 但不显著，且企业家导向与联

盟经验的乘积项也不显著，因此假设 5 没有得到

统计结果的支持．
同样，模型 3a 仅仅考虑控制变量． 结果显示，

企业规模与开放合作期限正相关，但是模型解释

力低( Pseudo Ｒ2 = 3． 18% ) 且不显著． 模型 3b 在

模型 3a 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家导向变量，与模型

3a 相 比，模 型 3b 的 解 释 力 Pseudo Ｒ2 增 加 了

19. 19 个 百 分 点，对 数 似 然 值 Log likelihood 在

0. 001 水平上显著增加，说明模型的解释力得到

提升，而且似然比检验的卡方值( LＲ χ2 ) 在 0． 005
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及其显著水平

未发生变化． 企业家导向正的回归系数表明，随着

企业家导向的增强，在合约中不规定合作期限的情

况发生的几率更大( β =0． 883，p ＜0． 001) ，且企业家

导向的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开放合作期限被选择

的几率为原来的 2． 418( e0． 883) 倍，表明假设 3 获得了

通过． 模型 3c 在模型 3b 的基础上，又加入联盟经

验、企业家导向与联盟经验的乘积项，与模型 3b 相

比，解释力 Pseudo Ｒ2 增加了 3. 09 个百分点且显著，

对数似然值 Log likelihood 增加了 6． 226 且显著． 同

时，乘积项正的回归系数说明联盟经验正向调节企

业家导向与开放合作期限间的关系( β =0． 932，p ＜
0． 05) ，支持了假设 6． 具体来说，对于企业家导向处

于平均水平的企业来说，有过去联盟经验的企业选

择开放合作期限的几率为没有联盟经验的企业的

100． 584( e4． 902* 0． 932 + 0． 043 ) ②倍; 对于企业家导向高

于平均水平一个标准差的企业，有过去联盟经验

的企业选择开放合作期限的几率为没有联盟经验

的企业的 239． 846( e ( 4． 902 + 0． 934) * 0． 932 + 0． 043 ) 倍． 后者

的倍数高于前者的倍数，因此很好地证明了虚拟

变量的调节作用．

4 结束语

现有文献对企业家导向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一

企业层面，很少有研究关注联盟背景下企业家导

向如何发挥作用，且在仅有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

多集中于探讨企业家导向对联盟运行过程及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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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据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得到如下方程式:

Y = a + b* EO + c* experience + d* EO* experience
其中，Y 为开放合作期限被选择几率的自然对数，EO 为企业家导向，experience 为联盟经验，那么联盟经验为 1 ( 即有过去合作经验) 的

企业选择开放合作期限的几率为联盟经验为 0( 没有过去合作经验) 的企业选择开放合作期限的几率的倍数为 e( c + d* EO) ．



果的影响，而对其在联盟形成之前的作用则关注

不足． 另一方面，先前对联盟形成决策的研究通常

关注伙伴间战略目标、资源和文化的匹配程度对

联盟形成的影响，但对企业内部战略要素 ( 如企

业家导向) 如何作用于联盟形成决策这一重要问

题尚缺乏深入探讨． 本文从资源基础观和交易成

本理论出发，在同一分析框架中将企业家导向与

战略联盟形成决策这两类独立研究联系在一起，

呼应了 Ario 等有关“将战略联盟文献与企业家

精神文献进行融合”的倡导［40］，印证了 Kale 等

“追求企业家的联盟机会也是公司企业家精神的

目标之一”的观点［41］，促进了两类文献的交叉与

融合． 此外，本研究把联盟治理结构、联盟范围和

计划合作期限等相关决策变量整合到同一研究

中，丰富了先前研究仅探讨其中某一方面而缺乏

对多种相关决策同时进行分析的不足．
理论基础方面，虽然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资

源基础观［16］和交易成本理论［5］在联盟形成过程

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却很少有学者将其运用于有

关战略联盟背景下企业家导向的研究中． 从资源

基础观的视角出发，由于更具企业家导向的企业

对资源的依赖性更大，如果这类企业能够在联盟

形成之初即制定正确、有效的决策，则可以促使它

们在未来更加有效地获取有价值的外部资源，进

而促进其企业家导向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从交易

成本理论的视角出发，选择更加有效的联盟形式

将会为联盟企业带来更低的交易成本，这转而又

为其发挥企业家导向的作用创造更为有利的合作

条件． 因此，本文将两种视角相结合，以期更加全面

地揭示企业家导向对联盟形成决策的影响，扩展现

有研究对战略联盟背景下企业家导向作用的认识，

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源基础观和交易成本理论

在企业家导向与战略联盟交叉研究中的融合运用．
4． 1 对研究结果的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导向对一系列

联盟形成决策包括联盟治理结构、联盟范围和计

划合作期限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首先，企业家导

向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股权结构． 本文从资源基

础观的视角提出企业家导向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

股权结构，并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提出竞争性

假设，即企业家导向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非股权

结构，最终的统计结果支持了第一种观点． 这一研

究结果表明，尽管这两个视角背后的逻辑同时作

用，但前者所起的作用更大，表现出更为显著的资

源基础观假设，说明企业家导向型企业进入股权

联盟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能否降低伙伴间的交易

成本，相反，获取有价值的、互补的资源成为该类

企业参与股权联盟最主要的动因之一，这与近来

的联盟研究具有比较一致的观点［43］．
其次，本文实证结果还表明，企业家导向型企

业更倾向于选择宽泛的联盟范围． Oxley 等［3］的

研究虽然没有探讨企业家导向与联盟范围的关

系，但是提出了“一个包含更多合作活动的联盟

暗含了更大的风险”的观点( p． 726) ，而这恰恰是

企业家导向型企业所偏爱或愿意承受的． 因此，本

文的研究结论与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具有内在一致

性，表明选择宽泛的联盟范围更有利于企业家导

向型企业的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的发挥，

也更加有利于这类企业获取有价值外部资源这一

战略目标的实现．
上述两个研究结果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了 Oxley 等［3］的观点，即作为影响联盟风险的两

种方式，联盟治理结构和联盟范围具有某种内在

的联系: 当联盟范围较宽时，企业选取股权结构的

可能性更大; 而当联盟为股权结构时，企业选取宽

泛联盟范围的可能性更大． 本文虽然没有直接讨

论联盟治理结构与联盟范围间的关系，但相关假

设表明企业家导向型企业更倾向于选取股权结构

和宽泛的联盟范围作为联盟形式，其原因可能在

于股权结构和宽泛的联盟范围一方面均存在更大

的合作风险，另一方面都包含更大的资源基础，因

而对敢于冒险、对外部资源具有更大渴求的企业

家导向型企业更具吸引力，这也从另一方面验证

了资源基础观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可以有效解

决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
再次，本文讨论了企业家导向与计划合作期

限的关系． Ｒeuer 等［4］提出，与开放合作期限的联

盟形式相比，有固定合作期限限制的联盟，其合作

契约中将涉及更多的限制性条款，而这会同时限

制企业家导向型企业开展联盟活动的积极性． 在

这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假定企业家导向型企业

更倾向于选择开放的合作期限，并得到了统计结

果的支持，表明开放的合作期限给予企业家导向

型企业更灵活的处置权和应变自由，提高其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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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活动的有效控制，有利于该类企业从联盟中获

取更多的合作价值，同时降低了退出联盟的风险

和成本，从而更受企业家的偏爱．
此外，有关联盟经验的调节效应，本文首先假

定联盟经验对企业家导向与联盟治理结构间的关

系起正向调节作用，然而，统计结果并未支持这一

假设． 本文从两个理论视角 ( 资源基础观和交易

成本理论) 对联盟经验在企业家导向与联盟结构

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分析，也许是这两类视

角背后的逻辑同时起作用，即加入联盟的企业既

考虑如何有效获取有价值的资源，又要求降低合

作中的交易成本，成为这一调节作用未得到通过

的一个原因，这一研究结论也说明，无论是否存在

先前联盟的经验，有价值资源的获取和交易成本

的降低都会受到企业家导向型企业的重视．
假定联盟经验正向调节企业家导向与联盟范

围间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上，这一假设与 Li 等［33］

的研究观点一致． 他们认为，和熟悉的伙伴合作选

择宽泛的联盟范围，可以为联盟创造更大的协同

效应． 然而，在统计层面上，该研究假设并没有获

得统计支持． 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企业家

导向型企业通常更加偏好通过实施先动的行为来

捕捉市场机会，进而获取竞争优势［33］，并不会过

分依赖于与伙伴过去的合作经验． 此外，过去联盟

经验的存在限制了企业环境扫描和信息获取的能

力，使得企业不能与拥有更加新颖知识和技术的

其他伙伴进行广泛合作，从而不愿与现有伙伴展

开更大层面的合作．
最后，本文假定联盟经验对企业家导向与计

划合作期限间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并得到了统

计结果的支持． 在联盟经验的作用下，企业家导向

型企业通过选择开放的合作期限，能够更好地处

理合作关系，并在最大化价值获取后及时退出当

前联盟，同时降低了对详尽契约 ( 如具体规定合

作期限) 的依赖，有利于企业家导向作用的更大

发挥． 相反，企业家导向较低的企业则通过选取固

定的合作期限，能够更清楚地对合作中的任务分

工、资源共享以及利益分配等问题进行商定，降低

了联盟中契约风险出现的可能性，使得联盟以一

个更为安全、稳定的方式运行，从而确保这类企业

实现联盟价值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联盟经验仅对企业家导

向与计划合作期限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

对企业家导向与其余两个重要联盟形成决策( 联

盟治理结构、联盟范围) 并未产生显著的调节效

应． 这一结论意味着过去联盟经验即使在伙伴间

建立了信任和合作惯例，也不会对企业家导向型

企业在联盟治理结构与联盟范围等形成决策上造

成过大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企业家导向

型企业与一般企业所具有的异质性特征: 他们更

加热衷于冒险和创新，并不会过分重视过去联盟

经验对当前联盟活动的影响，或者受到过去联盟

经验的限制，相反，他们会根据自身的战略需要，

做出更加有利于发挥其企业家导向作用的联盟形

成决策． 此外，从统计结果中可以发现，联盟经验

对联盟治理结构、联盟范围和计划合作期限都没

有显著的影响，相比较以往的研究结论，即过去联

盟经验对一般企业所做出的联盟形成决策有着重

要影响［33，34，43］，本文与这些研究具有不一致的发

现． 这一差异也许是企业家导向的影响所造成的，

意味着对于企业家导向型企业来说，先前联盟经

验并不会显著影响其联盟形成决策，进一步说明

了该类企业具有与一般企业不同的特质．
4． 2 研究的实践意义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为我

国联盟管理者和实践者提供了若干建议． 随着全

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通过联盟

实现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

势． 在形成联盟时，企业高层管理者需根据自身的

战略导向尤其是企业家导向的高低做出恰当的联

盟形成决策，有效选择联盟的治理结构、合作范围

和计划合作期限，以促进联盟未来的有效运作，尽

快实现企业预期的联盟目标． 具体来说，对于更具

企业家导向的企业来说，在联盟形成之初，通过选

择股权结构、宽泛的联盟范围和开放的合作期限，

可以更好地学习并获取伙伴的资源来保障创新活

动的顺利进行、利用更多的信息和机会以进行先

动性行为并开展更为灵活的合作活动． 特别是当

企业家导向型企业与合作伙伴有过联盟经验时，

选取开放而非固定的合作期限，有利于降低合作

中的交易成本，使得企业家导向型企业能够采取

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实施创新活动、投资更具风险

的项目，从而获取更大的回报． 而对于企业家导向

较低的企业来说，它们通常更加偏好于采取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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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战略来维持联盟现有的价值，因此对于这类企

业而言，选择非股权结构、窄的联盟范围和固定的

合作期限，能够以一种平稳、安全的方式来保证联

盟的顺利运行并实现既定的合作目标． 综合上述

分析，企业管理者应根据自身企业家导向水平的

高低选择不同的联盟形式，以确保联盟未来的顺

利运行，并使其企业家导向在未来联盟发展中发

挥应有的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家导向型企业不能够结

合自身的特点而选择恰当的联盟形式，则有可能

限制企业战略优势的有效发挥，使其难以实现预

期的联盟目标． 比如，某一企业家导向型企业将战

略联盟限定于较少的合作活动上，则可能难以创

造更多有价值的知识或者获取更多新的信息，比

如关于市场、顾客、专有技术和新的工作方法等的

相关信息，这可能降低了企业参与联盟的积极性，

甚至以消极的方式与伙伴展开合作活动，限制了

其企业家导向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联盟的顺利

运行，因而企业应避免做出相关决策．
最后，虽然联盟经验并没有对企业家导向型

企业所做出的联盟形成决策产生过大影响，但企

业高层管理者仍需认识到联盟经验对于联盟运行

的重要作用． 企业可以选取有过先前联盟经验的

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并与其维持积极的合作关系，

最大化联盟经验带来的价值． 此外，企业还可以将

跨边界员工和联盟管理者个人的经验逐渐发展为

企业的联盟经验，从而帮助企业做出更为恰当的

联盟形成决策，有助于联盟未来的顺利运行．
4． 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本文使用三个常用的维度( 创新性、先
动性和风险承担性) 对企业家导向进行定义和测

量． 然而，Lumpkin 等［36］及其后一些学者对企业

家导向的维度进行了发展，提出了另外 2 个维度:

自主性和竞争主动性．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这五个

维度出发，对企业家导向在战略联盟背景下的作

用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
其次，本文仅将联盟范围定义为两种类型，而

事实上，联盟范围可以有多种测量方法，比如可以

把它定义为包含一个、两个或全部三个联盟活动

的变量，这样得出的结果同样具有说服力．
最后，本文样本来源于处在转型经济时期的

中国，所收集的数据具有特定性． 尽管对我国联盟

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可

能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 鉴于不同国家的文化、商
业传统和制度体制等均存在差异，未来的研究可

以比较不同国家的相关问题，这样得出的结论也

许更具现实与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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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strategic alliance formation decisions:
Does past alliance experience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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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liance formation research suggests that choosing appropriate alliance forms is an important mecha-
nism in achieving cooperative goals． This study extends prior alliance formation research by bridging two previ-
ously separated domains—entrepreneurship and strategic alliances—together． Specifically，we explore the in-
fluences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n a set of decisions involved in the alliance formation process，inclu-
ding decisions on alliance governance structure，alliance scope，and planned time boundedness． Moreover，we
also examin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ast alliance experience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ori-
en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decisions． Data on 205 paired partner firms in China indicate that a higher lev-
el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equity-based governance structure，broad alliance
scope，and open time boundedness． Ｒ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past alliance experience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planned time boundedness．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lliance governance structure; alliance scope; planned time bound-

edness; allianc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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